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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企业渐渐由中心区迁往外围区域，目前鲜有研究从这一视角观察企业迁移

行为。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现存企业的迁移行为进行了探讨。实证分析发现在省级层面，废水污染费

征收率提升显著减少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废气污染费征收率提高增加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

数量。在企业层面，环境规制增强显著提升企业在县区之间迁移的概率。利用国家贫困县名录，进一步

发现废气污染费率增加显著提升企业往县和贫困县迁移的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加入WTO、2003年

污染费征收改革后污染费上升时企业显著提高向贫困县迁移的概率。最后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

业的创新水平以规避环境规制成本从而降低了迁移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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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中，处于城市中的企业经

历了从市区搬到郊区或是县域的过程。企业的迁

移行为固然有政府对城市重新规划的因素，但随着

我国加入WTO、污染费征收办法重新调整、国家减

排目标的执行，环境规制要求越来越高，处在城市

中的企业特别是污染企业与城市的发展越来越不

相容。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对生态环境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城市中的定

位，为了规避越来越高昂的污染排放成本，企业不

得不考虑迁移的可能。一方面城市规划的因素使

企业不得不搬迁，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高标准和市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使企业自发地决定要搬离城

市的核心区，迁往城市周边的县城、郊区、河流旁

边、交界地带［1-2］等。以往研究关注的都是环境规制

对 FDI流入、新建企业选址等的影响［1,3］，而忽视了

环境规制对城市内部已有企业迁移的影响，考虑到

财政收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个老企业想完

全迁出某一个城市是很困难的，为了应对环境规制

的影响，他们能做的是小范围的移动，这也很符合

城市内部企业迁移的规律。这种过程能很好地反

映出环境规制对城市空间动态变化的影响。本文

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原本存在城市中的企业为应

对环境规制怎样在城市中求得生存，一个主要的决

策就是迁移，以寻求更低的经营成本。

通过企业的经纬度和对应的区划码，本文把企

业地地址变动分为三类：城市之间、县区之间、县区

内部。运用构造的省级层面环境规制变量把环境

规制分为废水环境规制和废气环境规制、废水和废

气污染排放量控制规制等，从省级层面和企业层面

分别讨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发现环境

规制显著提升企业在县区之间迁移的概率，特别是

向县和贫困县迁移的概率。其中废水规制和废气

规制对企业起不同的作用，废气规制使企业迁移可

能性增加。最后又讨论了进入WTO、2003年污染

费征收改革、贫困县、资本密集度、污染行业特征、

利润率等对环境规制起作用的影响因素。本文还

发现废水规制使企业显著提升新产品销售收入，表

明废水规制增强时企业通过创新投入以规避环境

规制成本从而降低迁移概率。

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城

市布局演变的角度讨论企业的迁移行为，而不是单

一地讨论企业选址。二是通过经纬度的变化来鉴

别现存企业的地址变动，而不是讨论新进入企业或

FDI企业选址。三是构造特殊的环境规制指标来衡

量环境规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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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评述

现有环境规制与企业选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对 FDI流入的影响，二是

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

环境规制对 FDI（国际直接投资）有负的影响。List
和 Co［4］用条件 logit模型发现美国不同州的环境规

制政策对 FDI有显著负的影响，Fredriksson等［5］同

样发现环境规制对 FDI有负向影响。List等［6］运用

1980—1990年纽约州各个县的数据对比研究了环

境管制强度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发现环境管制对外

资企业选址没有显著的影响。Keller和 Levinson［7］、
Henderson和 Millimet［8］对进入美国的外资企业的

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环境管制强度对制造业企

业的选址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影

响尤为显著。在中国数据的研究方面，Ljungwall和
Linde［9］用 1987—1998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不发达省

份环境规制与 FDI显著负相关，说明不发达省份会

牺牲环境政策以吸引 FDI流入。郭建万和陶峰［10］、

王芳芳和郝前进［11］、傅京燕和李丽莎［12］、曾贤刚［13］、

王芳芳和郝前进［14］、王奇和蔡昕妤［15］用不同年份的

省级面板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 FDI
流入有负向影响。Lin和 Sun［16］用 2000—2010年新

成立的 FDI企业数据表明环境规制越强的省份新

建 FDI企业数就越少，企业层面的选址决策同样成

立。Cai等［1］运用三重差分估计方法发现更严厉的

环境规制政策使 FDI流入减少。综上可以得出无

论是用美国的州县数据还是中国的省市级、企业层

面数据都得出环境规制与 FDI显著负相关的结论，

放松环境规制会吸引 FDI流入。

对于新建企业选址的研究，Levinson［17］利用条

件 Logit模型，并采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环境规

制没有对制造业工厂选址带来系统性影响。List
等［18］利用倾向匹配估计方法以及纽约州 1980—
1990年的县级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企

业工厂选址有负向影响，作者还发现传统估计方法

低估了环境规制的影响。List等［6］在 Poisson计数

模型下发现，当地区空气污染控制力度非常强时，

预期的新生内资企业数量将下降 44%~61%。王

芳芳和郝前进［14］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环

境规制对内资企业基本没有影响。Wang等［19］用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 2003—2005年环境规制对国

有企业选址有正向影响，2006—2008年这一结果变

得不显著。同样，2003—2005年规制对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和集体企业选址有负向影响，2006—2008
年则变成了正向影响。Wu等［3］用中国新成立的污

染企业数据发现污染企业选址从环境规制强的东

部沿海转移到了西部省份，其中外资企业反应明

显，新建内资企业在 2007年之后才开始对环境规制

做出应对。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选址因

所有制、数据类型等存在不一致的效应。

与以上研究关注 FDI、新建企业不同，本文主要

关注在位企业因环境规制力度加强而发生的迁址

现象。此外，与之前研究关注企业的跨区域转移、

邻近城市转移［20-21］不同，本文主要观察随着环境规

制的加强，企业在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县区内部的

迁移行为。

2 数据介绍与估计策略

2.1 数据介绍
为研究企业的迁址行为，本文主要利用三类数

据，环境规制数据、企业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企

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库

的统计对象包括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
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使用的数据年

限为 1998—2007年，后面年份的数据由于真实性存

在问题［22］，本文没有使用。该数据库包括了企业的

基本情况（如企业名称、登记类型、所在行业和地

区）和企业的财务数据（如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和固

定资产）。对数据库做以下处理：删去总资产、固定

资产、总产出、工业增加值、销售额、应付工资及福

利小于 0或缺失的企业，同时删去总资产小于流动

资产或固定资产的企业样本，还剔除了职工人数少

于 10人的企业。通过企业的地址信息和 google地
图确定企业的经纬度，通过经纬度来判定企业地址

是否发生变动。如果前后年份企业地址的经纬度

发生了变化，就认为企业地址发生了变动。根据企

业所对应的行政区划码，把企业地址变动主要分为

三类：城市间变动、县区之间变动与县内变动。如

果经纬度发生改变的企业同时行政区划码在城市

维度上发生了改变，则被认为是在城市之间发生变

动，其他两种依次类推。所以我们删除了只出现一

次的企业。最终得到 11805个在城市之间迁址的企

业样本，在县区和县内迁址的企业样本分别是

26911和 97342个。

在研究环境规制的效应时，环境规制变量的选

择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

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度量环境规制。一是用具体的

环境规制政策来代替；二是用环境治理成本来表示

环境规制，如 Levinson［17］、List和 Co［4］，应注意两个

区域同样的环境治理成本并不意味着两区域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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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强度是一样的；三是用环境规制机构对企业

排污的检查和监督次数来衡量，如 Brunnermeier 和
Cohen［23］；四是用治污投资的多少来表示环境规制，

如王芳芳和郝前进［14］；五是用环境规制下的污染排

放量来度量。以上环境规制的度量指标均在一定

程度上有不足，本文通过污染费征收方法和排放控

制计划来构造环境规制指标，即有效费用征收率和

污染排放控制指数。

2000—2005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收集每

个省份每种废水和废气的排放量，以及各省的废水

和废气的污染费征收额。2000年以前的年鉴里废

水排放主要有以下化学物：汞、镉、六价铬、铅、砷、

挥发酚、氰化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悬浮类、硫化

物等；2000年之后悬浮物和硫化物改为了氨氮。要

计算有效费用征收率，第一步是要把多维的化学物

排放指标转换成一维的排放指标。根据 2003年出

台的污染排放费用征收条例里面的排放转化系数，

本文把每一种废水排放量转化为等价的化学需氧

量（COD）排放量，然后把所有的化学需氧量加总就

得到每个省全部的排放量，用每个省的废水排污费

收入除以其对应的全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就得到

了废水有效费用征收率指标，即每千克化学需氧量

排放所征收的费用。用同样的方法，利用污染费征

收条例里的转换系数把废气排放量转化成等价的

二氧化硫排放量，然后用总的废气排放征收费用除

以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就得到废气有效费用征收率

指标，即每千克二氧化硫排放征收的费用。由于数

据限制 2005年之后无法计算有效费用征收率。本

文用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数来表示环境规制。在“十

一五”之前国务院出台了‘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为得到每年的排放控制

指标，本文需要把整个“十一五”期间的排放控制计

划进行分解，即把减排目标分解成每一年的目标。

为此本文把污染排放控制指数定义为上年末没有

完成的减排目标除以余下的年数，余下的年数为当

年与“十一五”末 2010年相隔的年数。城市层面的

环境规制指标直接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除了环境规制指标的度量数据之外，本文还收

集了其他影响企业迁址的数据，如规制的执行力

度。单一的规制指标无法体现规制的执行强度，本

文用省级层面环境规制部门人数除以企业数作为

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指标。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

还包括市场规模、产业集聚等，用人均 GDP来衡量

地区的发展程度，市场规模用地区人口来表示；产

业集聚效应是影响企业迁址的重要因素，本文用企

业数量和二三产业占比来控制集聚效应；开放程度

对企业迁址来说也很重要，这里用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开放程度。相关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lN_city
lN_county

lN_within_county
lN_b_poor
w_water
w_air
SO2_c
COD_s

Enforcement
FDI_ratio
industry
lagdp
ln_firm

含义

城市之间迁移次数

县区之间次数

县区内部迁移次数

往贫困县迁移次数

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二氧化硫减排指数

化学需氧量减排指数

环境规制执行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

二三产业占比（%）

人均GDP
工业企业数目

观测值

239
275
129
68
216
217
62
62
277
279
279
279
279

均值

2.4997
4.0473
5.9604
0.8739
0.3963
0.078
2.4192
2.1851
1.0856
0.0261
83.5183
9.142
8.2287

标准差

1.9801
1.6655
2.0321
1.289
0.5005
0.122
1.5374
1.0323
0.6146
0.0262
7.765
0.613
1.1351

最小值

0
0
0
0
0
0

-0.7549
0

0.1059
0
62.1
7.7681
5.0999

最大值

8.2049
8.1876
9.7017
5.1874
4.1447
1.1879
6.2313
4.7962
2.7822
0.1343
99.1
10.9562
10.7296

2.2 估计策略

本文从省级层面和企业层面来检验企业的迁

址行为。尽管是利用相同的数据，但省级层面的分

析能够观察省域间随时间变化的环境规制差异对

企业迁址数量的影响。企业层面的分析能够了解

到企业在迁址选择上的一次性决策。

在省级层面，采用 List和Mchone［24］的方法，本

文估计省级层面环境规制的差异对企业迁址数量

的影响。有以下回归方程：

Nj,t= α'Sj,t- 1 + β'Xj,t- 1 + η'R+ εj,t 。 （1）
其中：Nj,t 表示省份 j在 t时刻发生迁址的企业

数量；Sj,t- 1为环境规制指标，即在 t- 1时刻省份 j

的废水和废气的费用有效征收率或污染排放量控

制指数；Xj,t- 1 为 t- 1年其他可能影响企业迁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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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因素，包括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工业企业数量、

人口数量、人均 GDP、二三产业占比、实际利用外资

比重等；R为控制区域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εj,t 为
误差项。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是考虑到企业做出迁

址决策有一个时滞。回归模型还控制了时间固定

效应，标准差聚类到省级层面。

在企业层面，我们检验省际间的环境规制异质

性怎样影响企业的迁址决策。估计如下方程：

πi,t= α'Sj,t- 1 + β'Xj,t- 1 + γ'Zi,t+ φm+ ϕj+
λt+ εi,t。 （2）

其中：πi,j,t 是虚拟变量，如果处在省份 j的企业 i

在 t时刻选择了迁址，则为 1，其他为 0；Sj,t- 1，Xj,t- 1

和上面定义一样，表示环境规制和相应控制变量；

Zi,t为企业层面影响企业选址决策的一组变量，有企

业年龄、资本劳动比等；φm为行业固定效应；ϕj为省

份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本文用面板固定效

应模型估计企业层面决策方程，标准差聚类到企业

层面。

3 估计结果

3.1 基本估计结果

为观察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接下

来对公式 1和 2进行估计。首先对省级层面环境规

制对企业迁移总量的影响进行估计。表 2和表 3分

别报告了 1998—2005年和 2006—2007年公式 1的
估计结果。表 2有 8列回归结果，分别为城市之间

迁址数量、县区之间迁址数量、县区内部迁址数量

以及往贫困县迁移数量的回归结果。

从第 1列回归中可以看到，废水污染费征收率

提升显著增加省内部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

废气污染费征收率提升显著减少企业在城市之间

迁移的数量。体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废水污染很

容易被发现，而且带来的污染会很明显，当污染费

用增加时企业频繁迁址以规避高额费用。而废气

污染很难直接找到源头，无法清楚地找到谁应该为

排放负责，企业很容易规避监管。从结果系数中还

可以看到废气污染费征收率对企业迁移的影响较

之废水污染费征收率要大，可能的原因是在 2003年
进行污染费征收改革之后，废气污染费征收率相比

废水污染费征收率有较大提高且各省之间的费用

征收率也比废水的差异明显变大。

进一步比较（1）、（3）、（5）列回归结果，发现废

气污染费征收率对企业在县区内部的迁移数量负

向影响最大。从第（3）列可以看到，废气污染费征

收率显著减少企业在县区之间的迁移数量，废水污

染费征收率对企业在区县之间的迁移则没有显著

的影响。同样，第（5）列显示污染费征收率对企业

在县区内部迁移的影响与县区之间的影响一致，废

气污染费征收率有显著负的影响，而废水污染费则

表 2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数量（1998—2005年）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环境规制执行

实际利用外资

二三产业占比

人均GDP

西部

中部

N

R2

(1)

城市之间

0.5426**

(2.60)
-2.2888**

(-2.37)
0.1292
(0.36)

-1.1847
(-0.13)
-0.0339
(-0.73)
1.4692
(1.45)
0.7915
(0.96)
0.9681
(1.20)
190
0.220

(2)
城市之间

比重

0.0145**

(2.46)
-0.0494
(-1.22)
0.0176*

(1.88)
0.2733
(0.76)

-0.0020
(-1.20)
0.0571
(1.66)
0.0295
(1.32)
0.0212
(1.04)
190
0.118

(3)

县区之间

-0.1223
(-0.72)

-1.0439**

(-2.10)
-0.3978
(-0.84)
-2.2000
(-0.24)
-0.0304
(-0.60)
0.3631
(0.55)

-2.1320***

(-3.80)
-0.5635
(-1.29)
212
0.411

(4)

县区之间比重

0.0124*

(1.84)
-0.0154
(-0.94)
0.0300
(1.09)
0.0267
(0.09)

-0.0045**

(-2.50)
0.0690*

(1.75)
0.0113
(0.45)
0.0151
(0.77)
212
0.134

(5)

县区内部

-0.2035
(-1.06)

-2.8671***

(-5.24)
-0.9590**

(-2.61)
-4.8634
(-0.32)
0.0881**

(2.09)
-0.9239*

(-1.84)
-1.6111**

(-2.55)
-0.6778
(-1.47)
62
0.55

(6)

县区内部比重

0.0346
(0.60)

-0.3805**

(-2.14)
0.0041
(0.08)

-0.0354
(-0.02)
0.0126***

(3.83)
-0.2268***

(-2.78)
-0.1534**

(-2.12)
-0.1635***

(-2.77)
62
0.18

(7)

往贫困县

-0.3428
(-0.43)
1.1762
(1.52)
0.3459
(0.58)

-7.6454
(-0.36)
-0.0800
(-1.22)
-0.6746
(-0.49)
-0.1275
(-0.15)
0.6142
(0.73)
56
0.226

(8)

往贫困县比重

0.0040
(0.61)
0.0247***

(3.56)
0.0030
(0.59)

-0.2707
(-1.67)

-0.0014**

(-2.29)
0.0195
(1.53)
0.0116
(1.26)
0.0123
(1.63)
56
0.330

注：标准差聚类到省级层面。***、**、*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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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显著影响。

在（2）、（4）、（6）列的回归中把被解释变量换成

迁移企业数量与总企业数目之比进行稳健性检验，

发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废气污染费征收率上升

显著减少企业迁移的数量，废水污染费征收率显著

增加企业迁移的数量。从控制系数中可以看到，环

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在县区内部迁移有显著负

影响，即环境规制执行力度越强，企业迁移数量减

少。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在城市之间和县区

之间迁移数量没有显著正影响。强力的环境规制

执行表明企业在县区内部迁移是没有意义的，在更

大的区域内执行可能达到目的。但是如果强力的

规制部门采取的是相似的政策，这也会打击企业迁

移的积极性。同企业在县区内部迁移相比，企业在

县区之间、城市之间的迁移则不会对规制执行有较

大的敏感性。还可以看到实际利用外资程度对企

业迁移没有显著影响。产业集中程度对企业在城

市之间和县区内部迁移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

于企业在区县内部迁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

东部地区有更多的企业迁移现象发生。

从表 3的结果可以看到污染排放量控制指数对

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间和县区内部的迁移数量

没有显著正或负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企业

来说，污染物排放量是一个行政指令和控制手段，

是基于以前的排放基础而做出的计划，而污染费征

收率是一种基于市场的规制工具，企业会更敏感从

而做出反应。且减排目标主要是由那些排放二氧

化硫和化学需氧量较多的少数行业来完成。与表 2
的结果一致，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显著减少企业在县

区之间和县区内部的迁移数量。同样，产业集中程

度对企业在县区内部迁移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对其他两种情况是不显著的影响。

表 3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数量（2006—2007年）

变量

二氧化硫减排指数

化学需氧量减排指数

其他控制变量

N

pseudo R2

(1)
城市之间

0.0325
(0.16)

-0.1236
(-0.51)

是

53
0.233

(2)
城市之间比重

-0.0004
(-0.22)
0.0003
(0.19)
是

53
0.097

(3)
县区之间

-0.1619
(-1.40)
0.2081
(1.38)
是

61
0.657

(4)
县区之间比重

-0.0030**

(-2.25)
0.0009
(0.44)
是

61
0.177

(5)
县区内部

-0.0516
(-0.32)
0.1112
(0.66)
是

62
0.551

(6)
县区内部比重

-0.0073
(-1.14)
-0.0074
(-1.06)

是

62
0.191

注：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2 一致。标准差聚类到省级层面。***、**、*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接下来从企业层面看环境规制对迁址决策的

影响。表 4列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层面迁址决策影

响的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到，在 1999—2005年，

污染费征收率越高，企业显著减少在城市之间迁移

的概率，显著提高在县区之间迁移的概率。废气污

染费征收率显著增加企业在县区内部迁移的概率，

而废水污染费征收率显著减少企业在县区内部迁移

的概率。环境规制增强，企业在县区之间迁移可能

性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想留住企业，把企业

转移到县或者郊区而不使企业迁移出城市，所以在

县区之间迁移可能性增加，在城市之间迁移可能性

减少。在县区内部来说，水污染规制增强减少企业

迁移的可能性，空气污染规制增加迁移可能性，可能

是企业频繁迁移以规避环境监督。而对于受水污染

规制影响的企业来说，在县区内部迁移不会对企业

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在县区之间迁移可能会给企业

带来好处，比如往河流或是交界的地方迁移［25］。

从控制变量上看，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显著增加

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间迁移的可能性，而减少

企业在县区内部迁移的可能性。当环境规制执行

力度增加，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间迁移以利用

规制强度在更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在县区内

部，这种差异性会很小，企业在小范围迁移的可能

性很小，这与省级层面的结果一致。实际利用外资

越高的地方，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可能性更大，

在县区之间和县区内部迁移的可能性减小。可能

的原因是实际利用外资越高，当前企业越想利用外

资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而城市之间的外资

政策会存在差异性，故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可能性

增大。产业集中增加企业在城市之间和县区内部

迁移的可能性，减少在县区之间的迁移可能性。产

业集中度的差异往往要么体现在城市之间，要么体

现在乡镇之间，企业想利用集聚经济或是范围经济

就需加大城市之间或县区内部的迁移力度。

从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上看，成立时间越长的

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可能性降低，在县区之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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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内部迁移的可能性增加。这符合理论预期，企

业成立时间越长，与本地政府和市场之间都有良好

的关系，不太可能轻易退出这个城市，所以在城市

之间迁移的可能性减小，在城市内部迁移的可能性

较大。资本劳动比较高的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

间、县区内部迁移的可能性越高。资本劳动比较高

的企业，由于过于依赖资本，而随着资本边际收益

递减，企业需要到处迁移去扩大市场范围，以降低

资本收益递减的速度，所以企业迁移的可能性

加大。

表 4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决策：企业层面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环境规制执行

实际利用外资

二三产业占比

人均GDP

资本劳动比

企业年龄

企业数目

N

adj. R2

(1)
城市之间

-0.0093***

(-12.46)
-0.1490***

(-28.62)
0.0842***

(47.57)
0.0480***

(4.23)
0.0159***

(47.93)
-0.2832***

(-43.08)
0.0009***

(3.96)
-0.0008**

(-2.31)
0.1882***

(57.85)
1100557
0.046

(2)
县区之间

0.0113***

(11.25)
0.0854***

(13.45)
0.0092***

(4.08)
-0.0911***

(-4.79)
-0.0015***

(-4.45)
-0.0183**

(-2.47)
0.0011***

(3.18)
0.0015***

(3.16)
-0.0207***

(-6.62)
1100557
0.006

(3)
县区内部

-0.0067***

(-4.29)
0.1838***

(15.67)
-0.0666***

(-24.03)
-0.2347***

(-9.56)
0.0027***

(6.71)
0.2154***

(19.43)
0.0042***

(10.52)
0.0146***

(25.30)
-0.0603***

(-15.17)
1100557
0.539

(4)
往县

0.0000
(0.25)
0.0075***

(4.08)
-0.0037***

(-6.60)
-0.0432***

(-13.28)
0.0005***

(4.84)
-0.0004
(-0.25)
0.0001
(1.01)

-0.0000
(-0.03)

-0.0040***

(-5.64)
1100557
0.003

(5)
往贫困县

-0.0006***

(-2.59)
0.0124***

(4.55)
-0.0005
(-1.13)

-0.0120***

(-7.98)
-0.0001
(-1.41)
0.0005
(0.48)
0.0000
(0.99)

-0.0000
(-0.10)
-0.0010*

(-1.84)
1100557
0.001

注：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为更明显看到随着环境规制加强企业迁出城

区向城市辖区内的县或是贫困县转移，通过国家公

布的贫困县名录，本文继续观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向

县和贫困县迁移可能性的影响。表 4的第（4）、（5）
列为企业层面向县或贫困县迁移可能性的回归结

果。从企业层面回归结果可以看到，1999—2005
年，随着废气污染费征收率的提高，企业向县和贫

困县迁移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这与本文观察到的

城市发展过程中污染企业渐渐搬出主城区的现象

一致。表 2的（7）、（8）列的加总层面同样看到随着

废气污染费征收率的提升，企业向贫困县迁移的数

量上升。废水污染费征收率上升显著减少企业迁

移的概率，这与之前的分析一致，水污染容易观测，

企业在县之间迁移的可选择性较小。从其他的控

制变量上看，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增强，企业向县迁

移的可能性降低；FDI占比越高的地方企业向县和

贫困县迁移的可能性降低，很显然 FDI很少在县和

贫困县聚集；同样工业企业越多企业也不太可能向

县和贫困县迁移，县和贫困县企业较少，缺乏集聚

经济和溢出效应，故企业向县迁移可能性较低。加

总层面得出类似的结果，当产业集中度越高，FDI比
重越高，企业向县迁移的数量减少。

3.2 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在地区层面的

差异。把企业层面的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从

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1999—2005年，随着东部地

区水污染费征收率提高，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

间的迁移可能性增加，在县区内部的迁移可能性减

小，空气污染费的上升，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间

迁移的可能性减少，在县区内部迁移的可能性增

加。中西部地区来看，随着污染费征收率上升，企

业在县区之间迁移的可能性上升，在城市之间、县

区内部迁移的可能性下降。可以看到，水污染费和

空气污染费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在东部与中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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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存在差异，但是水污染费率上升都显著增加企业在

县区之间的迁移可能性，显著减少企业在县区内部的

迁移可能性。空气污染费率上升显著减少在城市之

间的迁移，这与总体回归结论一致。空气污染费率对

企业在县区之间、县区内部迁移的影响在东部与中西

部存在差异，同样，水污染费征收率对企业在城市之

间迁移的影响在东部与中西部也存在差异。

4 其他影响环境规制起作用的因素

讨论

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决策可能还受其他因素

的影响，本文从企业自身和宏观层面分析相关因素

与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先看中国加入

WTO之后对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交互

效应。把 2001年及以后设为虚拟变量，分别与废水

和废气污染费征收率交互，回归结果在表 5显示。

从结果中可以看到，对企业在城市之间和县区之间

的迁移回归时，2001年虚拟变量与废水污染费率的

交互项在回归中显著为负，即 2001年之后随着环境

规制的增强企业在城市之间和县区之间迁移的可

能性降低，企业向县迁移的概率增加。还可以看

到，2001年之后随着空气污染费率的提高，企业向

贫困县迁移的可能性在上升。因此随着我国加入

WTO，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污染企业更多地迁往城

市内部的县和贫困县。

表 5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加入 WTO的影响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2001年WTO

2001年WTO×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2001年WTO×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其他控制变量

N

adj. R2

(1)
城市之间

0.0800***

(13.24)
0.0519***

(12.03)
-0.0848***

(-14.56)
0.7217***

(24.91)
-0.8747***

(-30.14)
是

1100557
0.050

(2)
县区之间

0.0860***

(25.09)
-0.0221***

(-4.31)
-0.0740***

(-21.19)
0.2844***

(8.48)
-0.1899***

(-5.65)
是

1100557
0.007

(3)
往县

-0.0015*

(-1.96)
-0.0076***

(-6.66)
0.0015**

(2.05)
-0.0012
(-0.18)
0.0086
(1.34)
是

1100557
0.003

(4)
往贫困县

0.0025***

(6.50)
-0.0033***

(-3.68)
-0.0033***

(-8.61)
-0.0072*

(-1.72)
0.0206***

(4.91)
是

1100557
0.001

注：控制基本回归中的所有变量。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在环境规制变量构造部分提到，在 2003年之

后，我国改变了污染费征收标准和征收方法，污染

费征收水平和征收强度进一步提高，这可能会进一

步对企业迁移行为带来影响。设置 2003年及以后

为时间虚拟变量，与废水和废气污染费率进行交

互，回归结果在表 6中显示。随着 2003年以后环境

规制力度的加大，污染费率上升显著提高企业向贫

困县迁移的可能性，减少向其他城市或市区的迁

移。这可以理解为环境规制加强使得城市之间和

市区之间环境规制强度趋于一致，而贫困县由于经

济发展的需要，会有特殊的政策照顾从而接收污染

企业的转移。还发现 2003年污染费征收改变后，水

污染费上升显著提高企业在县区之间迁移的可能

性，而显著减少企业在城市之间和向县和贫困县迁

移。随着规制的增强，造成水污染的企业很容易被

观测从而被征收费用，所以迁移不会减少费用，企

业迁移动力下降。在县区之间迁移而不刻意迁往

县或贫困县表明企业在寻找一种平衡，以降低污染

费成本。

接下来本文观察河流越多的地方是否对环境

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产生影响。搜集每个省的河

流长度，把河流长度与环境规制指标交互。回归结

果在表 7中显示，发现在 1999—2005年河流越多，

废水污染费率更加显著降低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

之间、县区内部迁移的可能性。而相反，河流越多

废气污染费率上升显著增加企业在城市、县区和县

内部迁移的概率。即河流越多的地方，受废水污染

费上涨影响的企业越不可能迁移，因为水污染排放

在河流中很容易被观察到，而废气污染不好观测，

企业通过迁移以寻求更低的排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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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污染费征收改革的影响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污染费改革

污染费改革×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污染费改革×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其他控制变量

N
adj. R2

(1)
城市之间

0.1306***
(39.90)
0.0079*
(1.89)

-0.1455***
(-44.68)
0.7551***
(43.31)

-0.8075***
(-48.57)

是

1100557
0.062

(2)
县区之间

-0.0439***
(-18.33)
0.0005
(0.09)
0.0652***
(25.93)
0.6402***
(24.56)

-0.6153***
(-24.18)

是

1100557
0.008

(3)
往县

0.0021***
(4.80)

-0.0080***
(-7.18)

-0.0020***
(-4.66)
0.0356***
(6.72)

-0.0270***
(-5.73)

是

1100557
0.003

(4)
往贫困县

0.0004
(1.25)

-0.0028***
(-3.13)

-0.0011***
(-3.10)
0.0056
(1.31)
0.0078***
(3.00)
是

1100557
0.001

注：控制基本回归中的所有变量。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表 7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河流密集度的影响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水污染费征收率×
河流密度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河流密度

其他控制变量

N
adj. R2

(1)
城市之间

0.3831***
(55.41)

-0.0626***
(-57.70)
-1.8797***
(-60.77)

0.2484***

(55.40)
是

1092305
0.068

(2)
县区之间

0.0597***
(11.73)

-0.0074***
(-9.26)

-0.3190***
(-13.60)

0.0589***

(17.22)
是

1092305
0.006

(3)
县区内部

0.0624***
(8.67)

-0.0107***
(-9.88)

-0.3071***
(-6.70)

0.0707***

(11.00)
是

1092305
0.539

注：控制基本回归中的所有变量。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前面的回归提到，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企业

迁往贫困县的可能性上升，那么如果企业已经在贫

困县里面，是不是意味着外迁的可能性降低？用企

业所处的位置是不是贫困县，设置虚拟变量与环境

规制指标交互回归，结果见表 8。从结果中可以看

到，随着废水污染费征收率的提高，地处贫困县的

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在县区之

间的迁移没有显著变化，在县区内部的迁移可能性

上升。同时，随着废气污染费率增加，处在贫困县

的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间的迁移可能性没有受

到影响，在县区内部的迁移减少。这符合理论预

期，企业所处贫困县，由于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

需要，不会因为环境规制力度增强使企业迁出，但

为了减低对当地局部环境污染的影响，企业可能会

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消化污染，故水污染规制使企

业在县区之间迁移，而废气污染规制对企业迁移是

负效应，原因是即使迁移也会有全局的污染。

表 8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贫困县的影响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是否贫困县

是否贫困县×
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是否贫困县×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其他控制变量

N
adj. R2

(1)
城市之间

-0.0040***

(-4.98)
-0.1502***
(-3.85)

-0.0564***
(-14.94)
-0.1243***
(-24.45)

-0.0027

(-0.17)
是

990814
0.064

(2)
县区之间

0.0222***

(19.29)
0.1499***
(3.35)
0.0029
(1.26)
0.0945***
(14.26)

-0.0199

(-1.21)
是

990814
0.011

(3)
县区内部

-0.0155***

(-9.05)
0.0161
(0.83)
0.0762***
(11.25)
0.2296***
(17.86)

-0.2719***

(-10.66)
是

990814
0.540

注：控制基本回归中的所有变量。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会影响企业的迁移可能性，

资本密集度高，企业迁移可能不易发生。用企业的

资本劳动比来表示资本密集程度，并与环境规制指

标交互，回归结果在表 9中显示。从结果中可以看

到，随着废水污染费征收率提高资本密集度高的企

业显著减少在县区之间、城市之间的迁移可能性。

随着废气污染费征收率提高企业在县区之间迁移

的可能性降低，在城市之间、县区内部的迁移可能

性提高，往县和贫困县迁移结果不显著。随着废气

污染规制提高，在城市之间和向贫困县迁移的可能

性上升可能的原因是贫困县有较低的环境规制执

行标准，城市之间存在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差异，

而企业为了规避环境规制成本，要么迁往贫困县，

要么迁往其他城市以实现其降低成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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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资本密集度影响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资本劳动比

资本劳动比×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资本劳动比×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其他控制变量

N
adj. R2

(1)
城市之间

-0.0011
(-1.01)
0.0033***
(4.11)

-0.0146***
(-10.87)
-0.1704***
(-30.61)
0.0380***
(10.40)

是

1100557
0.047

(2)
县区之间

0.0135***
(10.19)
0.0038***
(3.68)

-0.0041***
(-2.64)
0.0954***
(13.49)

-0.0168***
(-2.97)

是

1100557
0.006

(3)
往县

-0.0001
(-0.56)

-0.0007**
(-2.47)
0.0003
(1.24)
0.0069***
(3.95)
0.0010
(0.94)
是

1100557
0.003

(4)
往贫困县

-0.0005**
(-2.32)
-0.0003*
(-1.81)
-0.0002
(-1.35)
0.0108***
(4.56)
0.0028**
(2.31)
是

1100557
0.001

注：控制基本回归中的所有变量。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

企业本身的行业性质也会影响企业迁移的决

策。水污染行业和空气污染行业对对应的环境规

制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迁移决策。根据国务院 2007
年的污染排放量控制计划，通过国际 2位数行业代

码，确定以下行业为水污染行业［16,26］：饮料制造业，

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空气污染行业为：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设定水污染行业和空气污染行业虚拟

变量，分别与废水污染费率交互和废气污染费率交

互回归，结果见表 10。从结果中可以看到，水污染

行业在废水污染费率提高以后显著减少在城市间

的迁移可能性，空气污染行业在空气污染费率上升

后在城市间的迁移概率上升，在县区内部的迁移概

率减小。随着水污染规制的增强，水污染企业迁移

受到限制，而空气污染行业则通过转移以获得更低

的排污成本。企业自身的污染特性对企业受环境

规制影响在县区之间的迁移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还观察了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企业是否

通过创新来改进自身的排污状况［27］，从而减少迁移

可能性。用企业的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

重作为创新的衡量指标，表 11的回归结果发现，废

水污染费率上升，企业新产品销售额的比重显著上

升，废气污染费对新产品销售额没有显著正效应。

表 10 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水污染行业

水污染行业×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行业

空气污染行业×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其他控制变量

N
adj. R2

(1)
城市之间

-0.0086***
(-10.63)
-0.0195
(-1.10)

-0.0027**
(-2.07)

-0.1560***
(-29.88)
0.0272
(1.28)
0.0250***
(8.04)
是

1100557
0.046

(2)
县区之间

0.0109***
(10.31)
0.0351
(1.16)
0.0018
(1.18)
0.0861***
(13.27)
-0.0368
(-1.01)
-0.0030
(-0.60)

是

1100557
0.006

(3)
县区内部

-0.0075***
(-4.61)
-0.0526*
(-1.73)
0.0033
(1.46)
0.2039***
(16.96)
0.0888***
(2.60)

-0.0705***
(-6.87)

是

1100557
0.539

注：控制基本回归中的所有变量。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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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废水污染费使企业通过创新投入研发新产品

以减少排污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升级

减少污染后迁移的可能性也就下降。

表 11 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

变量

水污染费征收率

空气污染费征收率

其他控制变量

N
adj. R2

(1)
新产品销售额比重

0.0027***
(3.29)
0.0027
(0.60)
是

884468
0.006

注：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4 一致。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5 结论

本文通过刻画企业经纬度的变化来辨别企业

的地址变动情况，结合企业行政区划码把企业的地

址变动分为城市之间、县区之间、县区内部等三种

类型，利用 2003年的污染费征收条例和“十一五”期

间的减排计划计算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指标，从省

级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迁址行

为的影响。

本文把环境规制分为废水排放和废气排放两

类，回归结果发现在省级层面，废水污染费征收率

显著减少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废气污染费

征收率增加企业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减少企业在

县区之间和县区内部的迁移数量。“十一五”期间的

减排计划没有对企业的迁移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企业层面，环境规制增强显著提升企业在县区之间

迁移的概率。

为进一步分清楚企业是否是往县或贫困县迁

移，利用国家贫困县名录，本文回归发现废气污染

费率显著提升企业往县和贫困县迁移的概率。省

级层面同样观察到废气污染费率提高，企业向贫困

县迁移的数量增加。分地区回归发现，空气污染费

率对企业在县区之间、县区内部迁移的影响在东部

与中西部存在差异；水污染费率上升显著增加东部

与中西部企业在县区之间的迁移可能性。加入

WTO后，环境规制增强使企业向县和贫困县迁移

的概率上升。2003年进行的污染费新征收办法使

得当污染费上升时企业显著提高向贫困县迁移的

概率。当企业所处省份河流越密集，废水污染费提

升对企业迁移的影响越小。处在贫困县的企业，随

着环境规制增强，企业在城市之间、县区之间迁移

的可能性降低。企业自身的行业特征也对环境规

制的效应产生影响。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随着环

境规制的增强，企业在县区之间的可能性降低。同

时，随着水污染费用的提高，水污染行业企业在城

市之间迁移的可能性显著降低；空气污染费提高使

空气污染行业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概率上升。

最后本文发现企业在水污染规制增强时会显著提

高创新投入以规避污染排放成本，从而显著降低迁

移的可能性。

企业的地址变化与我国环境规制的强度密切

相关，特别是废气污染的规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新的要求，

随着而来的就是政府和公众对生活环境的重视，环

境规制不断增强。企业为了应对高昂的环境治理

成本，不得不做出迁移决定。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发

展过程中企业地理位置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直接的

经验证据，印证了党和政府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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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Surviving Firms’’Migration

Wang Dingxing1, Zhang J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urbanization, firms will move from the center of city to outside, then few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moving deci⁃
sion of firms through this mechanism.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h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n effect on the migration of firm. It is found
that wastewater pollution fees have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inter. city migrations of firms in provincial level, while waste gas pollution
fe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 city migrations of firm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increased the migrations among counties in firm lev⁃
el. Waste gas pollution fe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moving to poor counties of firms, and the effect is more announced after joining the WTO and
the reform of the collection of pollution fees. Finally, firm will engage more inputs of creation to avoid the increasing cos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
tion, then they will not migrate.
Keywords: pollution fees; emission targets; firm migration; poor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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